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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代两叶屏风考

———兼论海昏侯刘贺墓随葬屏风

*

*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云梦郑家湖与睡虎地墓地考古资料整理研究与价值阐释”（项目批准号：23&ZD270）阶段

性成果。

（洪 石 编 审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

屏风是中国传统家具之一。 《史记·孟尝君

列传》载：“孟尝君待客坐语，而屏风后常有侍

史，主记君所与客语，问亲戚居处。 ”

[1]

这是文献

中关于“屏风”的较早记载。 东汉刘熙《释名·释

床帐》谓：“屏风，言可以屏障风也。 ”

[2]

屏风不仅

具有挡风、遮蔽、间隔等功用，其材质、造型、纹

饰等包含大量信息，体现了时人的物质生活和

精神世界。 当时富者之屏风极尽奢华，西汉桓宽

《盐铁论·散不足》称：“一屏风就万人之功。 ”

[3]

西汉羊胜和淮南王刘安均作有《屏风赋》

[4]

。

古代文献中关于屏风的记载很多，所记屏

风的种类也多，具体所指还需逐一甄别。 根据

考古发现可知，按遮蔽面，汉代屏风大致可分

为三类：一是以马王堆一、三号汉墓

[5]

出土屏风

为代表的独扇式，呈 形，仅遮人后面；二是以

西汉南越王墓

[6]

出土屏风为代表的三面合围的

三扇式，呈 形，遮人后面和两侧；三是本文所

论的两扇式，曹操墓出土石牌上有“两叶画屏

风”之名，呈 或 形，遮人后面和一侧。 根据

考古出土屏风实物、图像和文字材料，结合同

时期相关文献记载，在前人研究成果

[7]

的基础

上，笔者试对两叶屏风的命名、形制、功能、时

空分布与源流等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。

一 两叶屏风的名与物

河南安阳曹操墓出土一件“三尺五寸两叶

画屏风一”刻铭石牌（图一 ∶ 左）

[8]

，可知墓中随

葬一件三尺五寸的两叶屏风

[9]

。 但仅从文字内

容看，“三尺五寸”究竟指的是什么尺寸，以及

屏风的具体形貌、 材质及使用方式等情况，均

不甚明了。 仔细考察墓中遗物，发现该墓被盗

追缴的 2 块画像石

[10]

上有 3 处屏风图像。 其中

一块画像石上部残，刻划一男子正面跽坐于一

画屏前，头转向右前方看向对其躬身施礼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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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（图二）。另一块画像石刻划对坐

夫妇二人，身后各设一画屏，二人

中间有一侍者， 旁边地上摆着樽、

案及杯等（图三）。 从图像看，这三

处屏风形制相同，均由近正方形的

两扇近直角相交而成，高度达到跽

坐之人的头部， 但未超过头顶，长

度则可完全遮蔽一人之躯；屏风均

有四框，屏面纹饰均为菱格纹和云

纹。 将石牌所记与屏风图像结合起

来考察，发现文、图相符，可互证。

石牌刻铭中的“三尺五寸”指的应

是长、 高均为三尺五寸；“两叶”指

的是两扇，结合在一起而成两叶屏

风；“画屏风” 指的是施画的屏风。

西汉尺长为 23.1 厘米，与秦尺长一

致，新莽时期尺长也是 23.1 厘米，东汉尺长为

23.5 厘米

[11]

。 据此，石牌刻铭中的三尺五寸按东

汉尺长应合 82.25 厘米， 与该墓画像石上刻划

的屏风与人的尺寸关系相符。 因此，石牌刻铭

中的“三尺五寸两叶画屏风一”当指画像石上

的此类屏风， 即此类屏风当时称为两叶画屏

风，名与物相对应

[12]

。

汉代屏风材质多样， 目前考古发现有木、

木框纱面、石、陶质屏风。 甘肃武威旱滩坡东汉

墓出土的彩绘木屏风， 由边框和底座构成，框

间粗纱已朽

[13]

。 石、陶质屏风或专为随葬而做。

山东临淄商王村墓地 85 号东汉墓

[14]

前室西北

角设石祭案，祭案南侧耳室门边立石插屏风

[15]

。

河南洛阳涧西七里河东汉墓

[16]

出土的陶屏风形

制很小，属明器。 文献记载汉代还有云母屏风

和琉璃屏风，如《西京杂记》载赵飞燕为皇后，

其妹赵昭仪送了三十五件礼物，其中有云母屏

风和琉璃屏风

[17]

；谢承《后汉书》曰：“郑弘为太

尉时，举弟五伦为司空。 班次在下，每正朔朝

见，弘曲躬自卑，上问知其故，遂听置云母屏风

分隔其间。 ”

[18]

曹操墓随葬屏风的材质石牌上未记，仅记

“画屏风”。 关于“画屏风”，文献中有一些相关

记载。 羊胜《屏风赋》曰：“屏风鞈匝，蔽我君王。

重葩累绣，沓璧连璋。 饰以文锦，映以流黄。 画

以古列，颙颙昂昂。藩后宜之，寿考无疆。”

[19]

《汉

书·叙传》载：“时乘舆幄坐张画屏风，画纣醉踞

妲己作长夜之乐。 ”

[20]

《礼记·名堂位》郑玄注曰：

■ 汉代两叶屏风考

图一 曹操墓出土刻铭石牌

左：M2 ∶ 319 右：M2 ∶ 318

图二 曹操墓义人赵宣行善图画像石上的

男子跽坐屏风

图三 曹操墓宴饮出行图画像石上的夫妇

对坐屏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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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斧依，为斧文屏风于户牖之间，周公于前立

焉。 ”

[21]

《太平御览》卷七○一引《三礼图》曰：“扆

纵广八尺，画斧文。 今之屏风，则其遗象也。 ”

[22]

《后汉书·宋弘列传》载，光武帝时，“弘当讌（宴）

见，御坐新屏风，图画列女，帝数顾视之。 弘正容

言曰：‘未见好德如好色者。 ’帝即为彻之”

[23]

。

汉代漆木器盛行， 木画屏风为汉代权贵所青

睐。 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二一七号竹

简记“木五菜（彩）画并（屏）风一，长五尺，高三

尺”

[24]

，三号汉墓出土二七四号竹简记“木五菜

（彩）画并（屏）风，长五尺，高三尺一”

[25]

，简文所

记与墓中出土的漆木彩绘屏风实物可相对照，

但实物尺寸比简文所记略小，其中一号墓出土

实物长 72、 通高 62 厘米， 三号墓出土实物长

90.5、通高约 64.5厘米。广州象岗山西汉南越王

墓出土的屏风也为漆木彩绘屏风

[26]

。文献记载，

汉成帝的赵昭仪所居昭阳殿 “中设木画屏风，

文如蜘蛛丝缕”

[27]

。这些木画屏风使用者身份高

贵，为皇帝、诸侯王及列侯级别。 综上，笔者推

断曹操墓随葬屏风亦属木画屏风类。

曹操墓随葬两叶屏风尺寸较小，仅可供一

人使用。 《初学记》卷二五引服虔《通俗文》曰：

“床三尺五曰榻，板独坐曰枰，八尺曰床。 ”

[28]

“三

尺五曰榻”指的应是独坐小榻。 上文所论曹操

墓出土屏风长、高亦是三尺五寸，二者相合。 该

屏风应与此类形制的小榻配组使用。 该墓画像

石上的图像显示，屏风上面均有低垂的帷帐，

二者亦配组使用。 《西京杂记》载：“文帝为太子

立思贤苑，以招宾客。 苑中有堂隍六所。 客馆皆

广庑高轩，屏风帏褥甚丽。 ”又载：“武帝为七宝

床、杂宝桉、厕宝屏风、列宝帐，设于桂宫，时人

谓之四宝宫。 ”

[29]

史载曹操“雅性节俭，不好华

丽”，所用“帷帐屏风，坏则补纳”

[30]

。考察曹操墓

出土刻铭石牌，其中 M2 ∶ 318 上刻“广四尺长

五尺绛绢斗帐

[31]

一具构自副”（图一 ∶ 右）。 此斗

帐尺寸略小，广合 94 厘米，长合 117.5 厘米，

正可与三尺五寸（82.25 厘米）的两叶屏风相配

使用。

二 两叶屏风的形制与功能

两叶屏风大致可分为小、中、大三种形制，

与坐具结合使用，分别适于一人独坐、二人共

坐和众人广坐。

（一）一人独坐

该类屏风及坐具均较小，供一人独坐使用。

其组合方式可分为一人独坐、两独坐相对、两独

坐并排三种。 坐具席和榻等均以独坐为尊

[32]

。

上文所论曹操墓画像石上三处屏风画像

均为一人独坐式，其中两处为各自独坐的夫妇

对坐。 同样是河南出土东汉画像石上也有两叶

图四 淮阳北关一号汉墓出土画像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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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风图像，见于淮阳北关一号汉墓前室出土画

像石（图四）

[33]

。画像石残块形状不规则，四周刻

卷云纹框，框内刻宴饮图。 帷帐下的两叶屏风

将画面隔成左右两部分， 屏风内一高大的主人

背屏而坐，旁有二人从樽中酌酒侍候。 屏风后面

有四人，近屏风者持便面站立，其余三人席地而

坐宴饮。 该墓出有石虎形座和狮形座，两座长皆

33厘米，高分别为 26、25 厘米（图五 ∶ 1、2）。 有

研究者认为该画像石应为安在石座上的屏风

[34]

。

考察残存画像石的尺寸，从线图所附比例推算，

画像石长约 81.6厘米，两侧似为原边，则长度为

原长，但下部残，残高约 39.6厘米。 从画面左下

角看，已至底部边框，下部残缺部分可能很少。

如推测无误，那么此画像石作为屏风的话，其高

度显然是不够的。 其实墓中还出土一件石座，石

上雕刻出两兽的前半身，呈 90°相交，分别长

12.5、11.5 厘米，底座厚 4.5 厘米（图五 ∶ 3、4）。

3

42

1

图九 辽阳三道壕车骑墓左耳室后壁壁画

图五 淮阳北关一号汉墓出

土石座

1.虎形座 2. 狮形座 3、4. 双

兽座

图八 辽阳三

道壕车骑墓左耳

室后壁壁画摹本

图七 辽阳棒

台子一号墓左耳

室左壁壁画

图六 辽阳棒

台子一号墓右耳

室右壁壁画

■ 汉代两叶屏风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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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者认为上述三件石座可组合在一起，作为屏

风的底座，屏风应为两叶式，其质地以漆木质

地的可能性最大，而与之共出的彩绘漆片可能

即是漆木屏风的残存部分。

同样的两叶屏风还见于辽宁辽阳东汉墓

壁画

[35]

，包括棒台子一号墓和三道壕车骑壁画

墓，其内容均为家居饮食图。

棒台子一号墓右耳室右壁和左耳室左壁

中间均画一男子坐于榻上，黑帻红袍，前设几、

案，后设屏风，榻前和屏风后均有侍者，其形象

较主人稍小（图六、七）

[36]

。墓主可能为郡守级别

的官吏

[37]

。

三道壕车骑壁画墓中有三处屏风壁画，分

布于左耳室的左、前、后三壁，其中左、后壁的

壁画保存较好，可明显看出是两叶屏风。 后壁

壁画绘朱幕下一男子头戴黑帻， 身穿长袍，坐

于榻上，前设几、案，后设屏风，屏风后立高髻

侍女二人（图八、九）

[38]

。左壁壁画绘夫妇对坐饮

食，朱幕下男主人头戴黑帻，身穿长袍，坐于榻

上，前设短几，后设屏风，屏风后立二侍者；女

主人坐对面榻上，头戴簪簂，身穿红花衣、白素

裙，前置圆案，后设屏风，屏风后立一侍女，在

两榻之间亦立一侍女（图一○、一一）。 从该壁

画可看到两独坐使用屏风的相对组合形式。 关

于该墓年代，主要有东汉中晚期

[39]

和汉魏之际

到魏晋之际

[40]

两种观点。

考古资料中也有两独坐使用屏风的并排组

合方式，见于山东安丘韩家王封村汉墓出土的画

像石图像， 其中的拜谒图有两独坐

屏榻并排组合形象（图一二）

[41]

。画像

年代为东汉晚期灵、献二帝时期

[42]

。

（二）二人共坐

该类屏风及坐具稍大。 共坐于

屏前榻上的二人，或为宾主，或为夫

妇。 江苏邳州东汉彭城相缪宇墓前

室西壁横额画像石上的宴饮图表现

的是屋内两位宾主共坐于一两叶屏风

前，两人之间有一曲足几。 屏风旁一

图一〇 辽阳三道壕车骑墓左耳室左壁壁画

图一一 辽阳三道壕车骑墓左耳室左壁壁画摹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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侍者手捧樽，其后有两人登梯上楼，二楼外廊有

四位高髻妇女凭栏远眺（图一三）

[43]

。

二人共坐的两叶屏风还见于河南洛阳西

工东汉壁画墓 C1M120。 东壁壁画绘朱幕下夫

妇二人端坐于榻上。 男主人戴黑冠，穿红袍，左

手端盘，盘内置杯。 女主人梳高髻，裹一紫红双

色抹额，发髻上插一步摇，身穿白地红点长袍，

双手拱于胸前。 榻前设几、案，其前立一侍女持

勺从樽中舀酒。 榻后设两叶屏风，其后立一仅

露出头部的侍女（图一四、一五）

[44]

。

夫妇共坐于屏前榻上的情形还见于东汉

晚期的山东嘉祥武氏祠，其前石室东壁下石画

像老莱娱亲图中，老莱子父母共坐于两叶屏风

前的榻上（图一六）

[45]

。

（三）众人广坐

该类屏风较高大，坐具较宽大，可供众人

广坐。 西汉邹阳《酒赋》曰：“哲王临国，绰矣

多暇。召皤皤之臣，聚肃肃之宾。安广坐，列雕

屏，绡绮为席，犀璩为镇。 曳长裙，飞广袖，奋

长缨。英伟之士，莞尔而即之。君王凭玉几、倚

玉屏。举手一劳，四座之士，皆若哺粱肉焉。乃

纵酒作倡，倾碗覆觞。 ”

[46]

类似这种广坐宴饮

娱乐场面见于西安理工大学西汉壁画墓。 该

墓西壁绘有大幅壁画贵妇宴享图，画上女主人

和女宾等七人跽坐在带矮足的木榻上，榻后设

高大的两叶屏风。屏风两侧各有一侍女从屏风

后探出身子。榻前方有呈“八”字形排开的两排

坐席， 席上各有五位跽坐的女子在观赏乐舞。

席前分别放置有案、杯等饮食器具。 在榻、席间

有一女伎执红飘带起舞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榻上

还设低矮围屏，围合了前、左、右三面（图一七、

一八）

[47]

。

东汉时期，大型宴饮场合也使用两叶屏风。

河南新密打虎亭一号墓北耳室西壁石刻画像，

图一二 安丘韩家王封村汉墓出土画像石

图一三 邳州缪宇墓前室西壁横额画像石上的宴饮图

■ 汉代两叶屏风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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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南、北两幅画像相连：主人坐于两叶屏风前，

面前设几、案等；主人两侧各有四位宾客成排

而坐；主人对面也设两叶屏风；宾主周围有一

些侍女。 此宴饮图中，主人独坐于屏风前，突显

其尊贵地位； 其对面的屏风则为众人所设，并

开屏门以供出入（图一九、二○）

[48]

。该墓北耳室

东壁南幅石刻画像和东耳室甬道北壁石刻画

像中也有类似较高大的两叶屏风， 均设屏门。

上述西汉南越王墓出土屏风也设两扇屏门，可

向外推开。

山东金乡朱鲔石室石刻画像上有多幅屏

风人物图，表现的也是家居宴饮场面。 屏风多

为两叶式，还有三处为三面合围式。 三面合围

式屏风的一侧屏扇均为二折式， 可向外开阖，

以便于出入。 如位于北壁的第七幅画像，帷幔

下，两处屏风呈“丁”字形摆放。 正面屏风为两

叶式，屏前坐四女子。 左侧屏风为三面合围式，

其左侧屏扇为二折式向外开阖， 屏前坐二女

子。二屏风前均置一几。 几前和屏风两端、后面

有一些侍女（图二一）

[49]

。 朱鲔石室为东汉晚期

或稍后的作品，祠主应是东汉时期官秩约二千

石的中高级官吏或富豪

[50]

。

三 海昏侯刘贺墓随葬屏风复原问题

根据上文对汉代两叶屏风的讨论，可以探

究海昏侯刘贺墓随葬屏风的复原问题。 该墓出

土一件青铜镜及其漆木构件等， 对于其名称、

器形、结构和使用方式等尚存争议。

青铜镜位于主椁室西室中部靠近西壁处，

断为数块。 经发掘者清理拼合，对镜框上的文

字进行释读后确认为衣镜，并对其形制进行了

复原（下文称为复原方案一，图二二）

[51]

。衣镜由

图一四 洛阳西工东汉墓 C1M120 东壁壁画彩色摹本

图一五 洛阳西工东汉墓 C1M120 东壁壁画摹本 图一六 嘉祥武氏祠前石室东壁下石画像老莱娱亲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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铜镜、镜框和镜掩构成。青铜镜为矩形，长 70.3、

宽 46.5 厘米。 镜背有五个半环状纽用于固定在

镜框上。 长方形镜框由厚方木和背板构成，出

土时裂为七块，拼合后残长 96、宽 68 厘米，内

嵌青铜镜。 镜框表面髹红漆。 镜框正面绘一圈

神兽和仙人图案，上方中间两侧为仙人（东

王公、西王母），左侧为青龙，右侧为白虎，下方

图案不清。 背板以黄色粗线在四周绘有方框，

方框内有两条黄色粗线将屏风分为大小一致

的上中下三部分。 每部分的格局基本一致，中

间彩绘相向而立的二人，每人头部后上方标有

人物姓名，两侧墨书该人物的传记。 镜框顶端

有两个铜钉状物的残留，下部两侧有两个铜环，

在内框内还保留有一个铜插销。 镜掩与镜框通

过左侧的两个铜合页连接，可开阖。 镜掩残损

严重，只有较大的两块还能辨识，正反两面都

图一七 西安理工大学西汉墓西壁贵妇宴享图

图一八 西安理工大学西汉墓西壁贵妇宴享图摹本

■ 汉代两叶屏风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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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彩绘和墨书文字。 正面的墨书文字部分暂命

名为《衣镜赋》，对衣镜的功能及上面的图案内

容进行了描述； 彩绘图案有仙鹤 （或为朱雀）

等。 反面为孔子弟子图像和传记。

有学者对衣镜有不同的复原方案（下文称

为复原方案二，图二三、二四），认为：“镜盖应

有两扇，分别由两个合页与边框相连，总宽如

镜宽；同时，每扇又分两板，亦由合页连接，中

间的两板略宽、上绘玄鹤，近边框的两板略窄、

图像不明。”“《衣镜赋》所述仅限标本 M1 ∶ 1415

主体部分（青铜大方镜、漆木边框、蜚豦底座），

无涉标本 M1 ∶ 1582 的主要部分（漆板、底座）。

以上两个编号的主要部分各有底座， 竖立摆

放，自成一体，合为一组。 ”并且指出：“此组文

物的形制与性质兼顾了‘衣镜’与‘屏风’，既可

做衣镜‘修容’，又需为屏风‘侍侧’。 考虑到器

物的组合关系与图像的完整性，故将其性质定

为两扇式嵌镜屏风，以‘屏风’为定，兼顾‘衣

镜’，总而名之曰‘镜屏’。 ”

[52]

上述复原方案二较具体，复原两个标本整

体组成一镜屏。 笔者认为该复原方案大致不谬，

但具体细节可再探究，主要有如下四方面。

一是“两扇式嵌镜屏风”的组合方式是否

各叶自成一体、合为一组？有无其他可能性？ 其

实我们可以从河北平山中山国国王墓出土的

同类屏风实物得到启示，其屏风是以铜合页将

两叶紧密结合在一起

[53]

。 还有上文探讨的两叶

屏风画像，经仔细观察，屏风的两叶也并非独

立，而是紧密结合在一起。 因此，可以推断，刘

贺墓出土屏风的两叶之间或也应以大致相似

的方式结合。 实际上刘贺墓中与屏风共出的遗

物即有铜合页，目前的复原方案均将铜合页作

为镜掩与镜框间结合使用，笔者认为也有可能

用于两叶屏风之间的结合。 如此，该屏风的屏

座就仅需三个，与平山中山国国王墓出土屏座

相似。

图一九 新密打虎亭一号墓北耳室西壁南幅石刻画像 图二〇 新密打虎亭一号墓北耳室西壁北幅石刻画像

图二一 金乡朱鲔石室第七幅石刻画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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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二三 刘贺墓随葬孔子“镜屏”M1 ∶ 1415 主体部分复原图

（复原方案二）

图二四 刘贺墓随葬孔子“镜屏”M1 ∶ 1582

主要漆板复原图（复原方案二）

图二二 刘贺墓随葬孔子衣镜复原图（复原方案一）

■ 汉代两叶屏风考

二是屏风的使用方式问题。 据复原方案

二，其使用方式是遮在榻之一角（图二五）。 实

际上，根据上文的探讨可知，这类两叶屏风的

使用方式，大致是遮蔽榻之两面，二者尺寸基

本相适。 刘贺墓出土的两叶屏风尺寸略小，大

致仅可遮蔽一人之躯，推断该屏风适于刘贺一

人独坐使用， 其坐榻的大小应与屏风尺寸相

合，屏风遮其两面，即主人的身后和一侧，主人

面向几、案而坐。

三是衣镜的朝向问题。 复原方案二是衣镜

背对榻上之人，朝向外面，使用衣镜时，人要转

到镜屏后开镜修容。 问题是，复原镜屏的高度

不足 1 米，加上底座略高些，但也无法供人站

立使用，须在榻上才能使用。 如将衣镜朝外，使

用衣镜时则需在镜屏后面另设坐具， 颇为不

便。 而将衣镜朝向榻上之人，在榻上就能使用，

才合理。

四是镜掩的开阖方式问题。 复原方案一是

镜掩与一侧镜框外侧以铜合页方式结合，镜掩

遮盖镜框。 复原方案二是镜掩只遮盖铜镜部

分，镜掩有两大扇，每扇又分两板，以铜合页方

式与镜框内侧相结合。 此外，还有一种复原方

案与复原方案二接近，只是镜掩只有两大扇

（图二六）

[54]

。 笔者认为依此方案复原的镜掩形

制相对简洁、大方，方便使用，亦与镜掩上左右

对称的图案相适，似更合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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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两叶屏风的时空分布与源流

根据笔者的统计，汉代两叶屏风见于江西、

陕西、江苏、辽宁、山东、河南，其中河南最多，山

东其次，辽宁再次。 出土实物很少，以画像资料

为主。 “墓室建筑装饰中的屏风，其性质除了强

调墓主的中心性外，还可以用于区隔不同场景

或烘托大的场景，同时也展示了屏风的日常使

用情况。 ”

[55]

这些两叶屏风的使用者多为墓葬或

祠堂的主人，具体反映了他们的家居宴饮生活

情况。 还有少数两叶屏风为忠臣孝子烈士贞女

故事画像中的人物使用，如曹操墓中的石刻画

像和武氏祠中的老莱娱亲图石刻画像。 出有两

叶屏风实物和画像的汉墓和祠堂，其主人身份

地位很高，能够确定的均为官秩二千石及以上

官吏（表一）。

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情况看， 两叶屏风集中

于东汉中晚期，可视为其流行时期。 两叶屏风的

使用可追溯至战国时期。 河北平山战国中山国

国王墓出土一件精美的漆木屏风， 残存屏板漆

图二五 刘贺墓随葬孔子“镜屏”使用场景复原图

（复原方案二）

图二六 刘贺墓随葬孔子衣镜复制品正面

图二八 辽阳上王家村西晋墓右小室正壁男墓主像

图二七 平山战国中山国国王墓

出土漆木屏风复原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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皮、铜构件和屏座。屏座为错金银的

铜犀、虎、牛各一件，背上皆有带銎

口以供支撑屏身的支柱。 屏风的铜

构件有合页、活轴挂钩、卯眼套件、

铺首、吊环、圆孔方形饰片和活轴拉

手。屏面为髹朱漆的厚木板，中间有

两道厚木条格带，四周边框髹黑漆，

其上彩绘鸟纹和水涡纹。 复原屏风

长 2.24、宽 1.1 米

[56]

，可展开与折叠

（图二七）。 这件漆木屏风当时应放

置在共出的方形小帐中。小帐顶中

高约 2.1、边长约 2.7 米

[57]

。 从尺寸

上看，该屏风和小帐均比前文所论

曹操墓随葬者大很多。

汉代以后， 两叶屏风仍有使

用。 辽宁辽阳上王家村晋代壁画墓

的右小室正壁上绘男墓主像，他端

坐在小帐中的榻上，头戴冠，右手

持麈尾，面前置红方案，背后有朱

色两叶屏风。 榻右侍立一人，黑帻

长袍，捧笏面向主人，头旁墨题“书

佐”字样。 屏后侍立三人，均黑帻长

袍，捧笏面向主人。 榻左有一侍者，

画面模糊不清（图二八）

[58]

。墓葬年

代为西晋

[59]

。

图二九 朝鲜黄海北道安岳 3 号墓西侧室

西壁男墓主像

图三〇 朝鲜黄海北道安岳 3 号墓西侧室西壁男墓主像摹本

书书书

  表一    汉代两叶屏风出土情况统计表

出土地点 存在形式
使用方式

独坐共坐广坐
墓主/祠主 年代

江西南昌海昏侯
刘贺墓 漆木实物

√

刘贺 西汉中期
公元前59年

陕西西安理工大
学西汉壁画墓 壁画

√

二千石以
上官吏 西汉晚期

江苏邳州东汉彭
城相缪宇墓 石刻画像

√

彭城相
缪宇

东汉中期
公元151年

河南淮阳北关一
号汉墓

石刻画像、

石座 √

陈王陈崇东汉中期偏晚

辽宁辽阳棒台子
1号墓 壁画

√

郡守级别东汉晚期

山东嘉祥武氏祠石刻画像
√

武梁 东汉晚期
河南洛阳西工东
汉壁画墓 壁画

√

东汉晚期

河南密县打虎亭
一号墓 石刻画像

√ √

弘农太守
张伯雅 东汉晚期

山东安丘韩家王
封村汉墓 石刻画像

√

东汉晚期

山东金乡朱鲔
石室 石刻画像

√

约二千石
官吏 东汉晚期或稍后

河南安阳曹操墓 文字、

石刻画像√

曹操 东汉末年

辽宁辽阳三道壕
车骑墓 壁画

√

汉魏之际到
魏晋之际

  注： 本表遗存年代主要依据考古发掘简报或报告。

■ 汉代两叶屏风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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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鲜黄海北道安岳 3 号墓西侧室的西壁

中央有墓主冬寿的画像。 他手执麈尾，坐在小

帐中两叶屏风前的榻上。 墓主右侧有 “记室”

“小吏”二人，左侧有“省事”“门下拜”二人。 这

些人有的持笏站立，有的拿着笔和简等（图二九、

三○）

[60]

。冬寿六十九岁“薨官”，年代是东晋“永

和十三年”，亦即升平元年（357 年）。 冬寿为辽

东人，官于高句丽 22 年

[61]

。 该墓直接继承汉代

画像墓， 是汉墓和高句丽的壁画石墓的中间环

节

[62]

。朝鲜南浦市江西区台城里 1 号墓前室西龛

男墓主像（图三一），手执麈尾，坐在两叶屏风前

的榻上，榻前设几，榻旁屏后均有侍者。 该墓与

安岳 3 号墓同期， 时代为 4 世纪中叶到 5 世纪

初叶

[63]

。

目前考古发现的两晋时期两叶屏风主要

见于辽宁辽阳和朝鲜两晋时期墓葬壁画，呈现

出由辽东向高句丽流传趋势，这与人员的流动

密切相关，如冬寿即为辽东人，曾任前燕司马，

后逃亡于高句丽。 值得注意的是，两叶屏风的

画面内容发生了变化，由流行宴饮图像变为流

行墓主执麈尾而记室等官吏在侧的图像，其中

原因值得探究。

五 结 语

根据曹操墓出土刻铭石牌、画像石图像及

相关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可知，该墓随葬了两

叶屏风。 其属木画屏风，尺寸较小，供一人使

用。 使用方式是两叶近直角相交，遮蔽跽坐之

人的后面和一侧，并与大小相适的坐具和斗帐

组合，前设几、案等。

考古发现的汉代两叶屏风基本有小、 中、

大三种形制，与坐具相结合，分别适于一人独

坐、二人共坐和众人广坐。 用于广坐的屏风较

高大，有的设屏门，以方便出入。

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木画屏风，复原研究

不断取得新进展， 也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深入

探讨。总体上看，刘贺墓出土的木画屏风继承

了战国两叶屏风形制并有所创新，集衣镜与

屏风功能于一身，形制较小，可供独坐使用，其

上所绘孔子弟子图像并附传记，以图画自勉警

人，达到“恶以诫世，善以示后”

[64]

的训诫、警示

目的。

汉代两叶屏风实物和画像以河南出土最

多，山东其次，辽宁再次。 出土两叶屏风的汉墓

和祠堂主人身份地位很高，能够确定的均为官

秩二千石及以上官吏。 两叶屏风的使用可追溯

至战国时期，平山中山国国王墓即出土有漆木

实物。 两叶屏风流行于东汉中晚期，两晋时期

仍有使用， 呈现出由辽东向高句丽传播的趋

势，此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

[1] 《史记·孟尝君列传》，第 2354页，中华书局，1959年。

[2] （汉）刘熙《释名》，第 87 页，中华书局，2016 年。

[3] 陈桐生译注《盐铁论》，第 329页，中华书局，2015年。

[4] （晋）葛洪撰、周天游校注《西京杂记》，第 190 页，

三秦出版社，2006 年；（唐）徐坚等《初学记》，第

599、600 页，中华书局，1962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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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丰台夏家胡同唐墓（M4）发掘简报

汉代两叶屏风考——兼论海昏侯刘贺墓随葬屏风

2016 年 3~4 月，为配合基本建设，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北京市丰台

区新村街道夏家胡同发现的 3 座唐代“甲”字形单室砖墓（编号 M2~M4）

进行了抢救性发掘。M2、M3 墓室平面呈弧边方形，破坏较为严重。M4

墓室平面近圆形，坐北朝南，虽亦遭破坏，仍出土瓷、陶、三彩、漆、

铜、铁器等，尤以一件三彩孔雀纹扁壶最为精美，为北京地区同类器

的首次发现。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判断，M4 的入葬年代大致为 9

世纪初至中期。夏家胡同唐墓 M4 的发掘为北京地区唐墓研究提供了新

资料。

汉代屏风大致可分为独扇、两扇和三扇式。其中两扇式从河南安阳

曹操墓出土的刻铭石牌和画像石上可找到对应的名、物，该墓随葬屏风

被称为“两叶画屏风”，尺寸较小，与斗帐配合，供一人使用。汉代两

叶屏风大致可分为小、中、大三种形制，与坐具相结合，分别适于一人

独坐、二人共坐和众人广坐，实物和画像以河南出土最多，山东其次，

辽宁再次。出土两叶屏风的汉墓和祠堂主人身份能够确定的均为官秩

二千石及以上官吏。两叶屏风可追溯至战国时期，流行于东汉中晚期，

两晋时期仍有使用，并由辽东向高句丽传播，渐趋衰亡。学界此前复原

的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木画屏风亦属两叶屏风，其集衣镜与屏风功能于

一身，适于独坐。

辽宁北镇新立辽代遗址一号基址2018年发掘简报

新立遗址位于辽宁省北镇市富屯街道新立村樱桃沟村民小组西北约

100 米的黄土台地上。2018 年 9~11 月，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

遗址一号基址进行了勘探和解剖发掘。遗址所在台地北部有一条西北—

东南走向的自然冲沟，营造者为保证建筑稳固，在修筑一号基址时对地

形进行了部分改造。一号基址正殿台基内部有一座早期建筑台基，其内

未发现早期磉墩迹象，推测为半成品。本次发掘对部分磉墩进行了解剖，

各建筑台基上下挖的磉墩坑打破生土，其内填土夯打致密，夯土上平铺

细沙或细沙掺白灰再放置础石。因实际承重需要不同，各磉墩形制不一。

此外，还对 2015~2018 年发掘出土器物进行了系统整理。新立辽代遗址一

号基址的发掘对深化辽代帝陵制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。


